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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健康与农业绿色发展：机遇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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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00193） 

摘  要：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土壤健康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石。本文系统总结了国内外有关土壤健康的

内涵、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探讨了提升土壤健康的途径和对策，并对我国未来健康土壤培育工程提出了建议和展望。健康

土壤培育的核心是消除土壤障碍因子，深入挖掘土壤生物学潜力，增碳提高资源效率，强化生物学过程，协同地上和地下生

物互作。通过优化土壤内部调节过程， 小化外部的投入，以实现土壤生产功能和其他生态服务的同步提升。健康土壤的培

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投入品-生产过程-产品品质-产品加工-废弃物循环等全产业链进行系统综合考虑，多学科交叉创

新，政产学研用一体化联合攻关，同时还需要政策保障和激励措施，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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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l Health and Agri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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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Key Laboratory of Plant-Soil Interact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2. National Academy of Agri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Agri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AGD) is the future for modern agriculture, and soil health is the cornerstone of AGD.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connotation, 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 of soil health in domestic and overseas. By summarizing the 

main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healthy soil cultiv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novel ideas and approaches for promoting soil 

health, and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oil health engineering. The cores for the promotion of healthy soils are; 

eliminating the limiting factors of soils; increasing the content of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nutrient use efficiency; exploiting the 

biological potentials; promoting synergis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above-ground and below-ground. The aim of soil health 

engineering is to synergize the production and other ecosystem services delivered by soils by optimizing the internal regulatory 

processes whilst minimizing the external inputs. The cultivation of healthy soil needs holistic engineering, which requ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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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whole industry chain in the nexus of external input, crop production, products-processing, and waste 

recycling. Meanwhile, cross-disciplinary innovation, government-farmer-research-extension institute collabor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and incentive systems are crucial for realizing soil health towards AGD. 

Key words: Soil health; Agriculture green development; Limiting factors; Biofortification; Ecosystem multifunctionality 

农业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可持续为目标

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要点：一是将环境

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将实现经

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

三是将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

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土壤健康是农业绿色

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可持续进

程和有关目标的实现。 

经过 30 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粮食产量大幅提

高，人民生活日益得到改善。然而，土地集约化程

度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却不断增加，在满足粮食

需求的同时，也导致了土壤退化、资源利用率低和

环境恶化等严重问题。当前，集约化农业发展到了

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改变传统农业投入高、资源

效率低和环境污染风险大的生产模式，以绿色发展

为导向，协同实现提质增产、资源高效、环境安全、

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等目标，走出一条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的高质量农业发展

道路成了必然选择。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产方式

开启了农业发展的新时代，健康土壤是保障现代化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人类消耗的食物和能量

99%来源于土壤，世界粮农组织（FAO）在国际土

壤年提出了“健康土壤带来健康生活”的理念和行

动，认为只有健康的土壤才能生产健康的食物，进

而孕育健康的人类和健康的社会。随着全球人口的

增加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食物需求的数

量和质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面临极端天气等

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人口、粮

食、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土壤作为脆

弱性的非再生资源，其健康状况和可持续性管理正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热点[1-2]。2015 年联合国提出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至 2030 年彻底解决社会、

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协同发展的问题，使全球社会

和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中涵盖了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 13 项

目标直接或间接与土壤有关。因此，土壤健康不仅

深刻地影响植物、动物和人类的健康，而且与大气、

水环境保护休戚相关，是以人类健康为中心的整体

健康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绿色发展

的基石。 

1  我国土壤健康问题与发展态势 

1.1  问  题 

当前我国土壤健康问题严重，土壤保育形势严

峻。我国现有耕地资源总量仅为 1.35 亿 hm2，土壤

资源严重不足，而且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利用，土壤

退化严重。据统计，我国因土壤侵蚀、肥力贫瘠、

盐渍化、沼泽化、污染及酸化等造成的土壤退化总

面积约为 4.60 亿 h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40%，

是全球土壤退化总面积的 1/4[3]。其中，全国现有土

壤侵蚀总面积 2.95 亿 hm2，占国土面积的 30.7%

（2014 年报道），是世界上水土流失 为严重的国家

之一，水土流失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约相当于

GDP 总量的 3.5%。2019 年 12 月 5 日世界土壤日的

主题是“阻止土壤侵蚀，拯救我们的未来”，说明

土壤退化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样，土

壤污染问题也敲响了警钟。2014 年《全国土壤污染

状况调查公报》结果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总超标率

达到 16.1%，以轻微程度的为主，约占 11.2%。以

无机污染为主，约占总污染的 80%以上，有机污染

次之，复合污染较少。土壤污染对食品安全和人类

健康造成很大威胁。全国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

多达 1 200 万吨，因重金属污染而导致的粮食减产

高达 1 000 多万吨，合计经济损失至少 200 亿元[4]。

农用薄膜造成的白色污染、滥用抗生素导致的污染

等也对土壤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 

当前我国有限耕地的土壤健康状况仍不容乐

观。除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外，首先，耕地地力总

体水平不高，耕地土壤有机碳（SOC）普遍贫乏，

土壤结构性问题比较明显。基于第二次全国土壤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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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数据的估算，我国农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始 SOC

库（20 cm 深度）基本处于 26.6～32.5 t·hm–2 之间[5-7]，

远低于美国农田的平均值 43.7 t·hm–2 [8]和欧洲农田

的平均值 40.2 t·hm–2 [9]。2015 年全国优等耕地面积

为 397.38 万 hm2，仅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 2.9%。

其次，近年来我国土壤耕层“浅、实、少”的问题

严重。据统计，全国 65.5%的监测点土壤耕层厚度

平均值小于 20 cm，低于美国耕层厚度 35 cm[10]；据

2016 年全国耕地质量监测报告指出，全国 25.9%的

监测点土壤容重大于 1.35 g·cm–3，高于作物适合生

长的范围 1.10～1.35 g·cm–3。土壤有效耕层变浅和

板结，影响作物根系下扎的深度，导致根系无法利

用深层土壤的水分和养分，作物生长受抑制；同时，

土壤结构变差，蓄水和渗透能力变差，增加了土壤

流失和侵蚀的风险。再者，我国土壤养分对当季作

物贡献的份额较少，平均份额在 50%，有的甚至只

有 30%～40%，低于可持续农田生态系统（>70%）。

我国养分资源利用率也较低，三大粮食作物氮肥、

磷肥和钾肥当季平均利用率分别为 33%、24%和

42%。 后，现代农业复种指数比较高、作物种植

种类单一以及大肥大水大药等，导致土壤生物多样

性低，土传病害频发，严重影响土壤健康和作物健

康状况。全国大约 5 亿亩（1 公顷为 15 亩）经济

作物均面临土传病害的问题。总之，传统高度集约

化农业管理方式导致土壤酸化、有机质下降、土壤

生物多样性降低、土传病害频发和环境污染[11-12]，

严重影响土壤生态系统功能的发挥。由于土壤污染

和退化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导致

土壤污染或退化之后极难恢复，因此防治土壤污染

和退化，培育健康土壤，是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重

大挑战。 

1.2  内涵和发展态势 

人类对土壤健康和功能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文明

的起点[13]。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土壤退化的加剧，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土壤质量和功能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14-17]，出现了两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术

语，即土壤质量和土壤健康。通常科研人员偏好土

壤质量，而农民和其他政企等公众人员则对土壤健

康更感兴趣。尽管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现在普遍倾向于接受两者统一的观点。早期土壤健

康与土壤质量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土

壤质量主要强调土壤的运行能力或者适合使用[14]。

例如，美国土壤学会定义的土壤质量，是指土壤作

为重要的生命系统行使各种功能的能力，以及在生

态系统水平和土地利用的边界范围内，维持生产植

物性和动物性产品的能力，维持或改善水和大气质

量的能力，以及促进植物和动物健康的能力[18]。狭

义的土壤健康，强调的是土壤生物特别是土壤病原

菌，尤指土壤要保证植物的健康生长。广义的土壤

健康，是指在自然或管理的生态系统边界内，一个

充满活力的土壤所具有的保证持续生产，保持良好

的水体和大气环境，促进植物、动物（人类）健康

的能力[17]。可以看出，两者基本同义。土壤健康在

更广的范围内认为土壤具有生命力、是动态的，强

调土壤的自然资源属性、环境属性和生态属性，其

与植物健康、动物健康和人类健康密切相关。土壤

健康还包括恢复力和抵抗力[19]，具体体现在土壤生

物在调节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等方面。 

我国科学家也对土壤健康进行了广泛关注。曹

志洪和周健民[20]将土壤健康的定义为“土壤提供食

物、纤维和能源等生物物质的土壤肥力质量，土壤

保持周边水体和空气洁净的土壤环境质量，土壤消

纳有机和无机有毒物质、提供生物必需元素、维护

人畜健康和确保生态安全的土壤健康质量的综合量

度”。周启星[21]认为土壤健康 为基本的判断标准，

首先是能生产出对人体具有健康效益的动植物产

品，其次是应该具有改善水和大气质量的能力以及

在一定程度上抵抗污染物的能力，还应该能够直接

或间接地促进植物、动物、微生物以及人体的健康。

由上可以看出，土壤健康是一个综合量度，除了与

农业生产有关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强调了土壤生物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以及其改善环境质量和

提高动植物健康的能力。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的关

注 [1， 22-26]，土壤健康成为国际上土壤学和生态学研

究的热点问题。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人们已经认

识到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27]。生态系统服务是指

人类从自然界获得的益处，涵盖供给服务、调节服

务、支持服务以及文化服务等。土壤作为生态系统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常常被视为“免费”的礼物，

而生态学家则更注重地上部生物多样性忽视了土壤

生物多样性。然而，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

动的影响，土壤功能急剧衰减，表现在土壤生产力

下降、养分失衡、传粉能力下降、生物多样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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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土壤生态系统失衡，已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土壤不仅可以提供食物，而

且还为社会提供了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24，28-30]。具

体而言，土壤的供给服务是指土壤为人类提供粮食

生产，以及非粮食原材料、土壤矿物等资源和产品。

调节服务是指土壤在温度调节、温室气体排放和固

定、水体净化、污染物降解和吸纳等方面的效应。

支持服务指土壤产生和支撑其他服务的效应，包括

初级生产力、参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为生物多样

性提供生境和作为遗传资源库等。文化服务功能是

指土壤对文化遗产的保存、提供游憩地、景观和开

展教育等方面的功效。 

2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挑战与土壤健

康的机遇 

2.1  农业绿色发展的挑战 

我国农业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1）我国农业资源投入量大，产量和资源效率有

待进一步提升。我国化肥和农药投入量位居世界第

一，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生产，近几年粮食总产稳

定超过 6 亿吨。然而，高度集约化农业的特点是化

学品投入高，资源利用效率低。在农药化肥投入量

居高不下的前提下，并未成正比实现相应的高产出。

目前我国粮食作物产量仅达到产量潜力的 50%～

80%，仍有 20%～50%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因

此我国农产品增产增效潜力巨大。 

2）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高，品质有待提升。我

国农产品生产的特点是数量多，但品质差，不能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市场价值低，出

口率低，产业发展困难重重。例如，作为苹果的第

一生产大国，我国苹果生产量占全球的近 50%，但

出口额不足 12%。由此可见，我国农产品质量的提

升空间非常大，加强农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

化提升全产业链，尤其是土壤健康培育和作物栽培

生产环节的管理，还可以大幅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

切实提高健康、高质量食品的供给能力。 

3）我国粮食、水果和蔬菜生产的资源环境代价

太高。我国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代价非常高。从 1980

至 2018 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 105%，但是

化肥消费量增长了 345%。农用塑料薄膜和农药使用

量，分别由 1991 年的 64.2 万和 76.5 万吨增至 2018

年的 246.5 万和 150.4 万吨。以化肥为例，长期盲目

滥用化肥，导致了农产品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超标，

也不利于土壤结构的形成，作物减产和品质下降。

同时，不合理施肥导致农田土壤显著酸化现象非常

严重，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全国农田土壤

的 pH 平均下降了 0.5 个单位[31]。土壤酸化不仅影响

作物根系生长导致作物减产，还会造成重金属元素

活化、土传病虫害加重等一系列问题，进而严重威

胁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安全[32]。 

4）农业绿色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更高要求。科

技创新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如何用 少的资源生产出

数量足、质量好、营养健康的农产品，以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这是现在农业科技领域

关键的一个创新方向和主攻点。它的突破口就在于

对农业全产业链卡脖子技术的突破。传统单一学科

不能解决农业绿色发展全产业链的问题。通过多学

科交叉融合、创新技术，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健康的农产品，实现农业生

产与资源和生态环境准确匹配，粮食安全和环境安

全双赢的绿色发展目标[33-34]。 

2.2  土壤健康的新机遇 

农业绿色发展的重点是在发展过程中减少资源

环境代价，平衡好“绿色”与“发展”的问题[35]，

健康土壤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土壤酸化、土壤

重金属污染、土壤退化等系列问题的凸显，严重制

约了农业绿色发展。培育健康的土壤，增加土壤养

分有效性、微生物多样性等，提升土壤生态系统服

务势在必行。 

2016 年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指出到 2020 年，全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

初步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

险得到基本管控。到 2030 年，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稳

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

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到 21 世纪中叶，

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同时，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也需加强土壤的可持

续管理。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提出更多行之

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土壤进一步恶化，健康土壤培育

方法和案例亟需进行研究和总结，为国家土壤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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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和土壤质量提升奠定科学基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

美好生活需求需要生产更多绿色、优质、健康的农

产品，除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理念，健康的土

壤是生产绿色产品和安全食品的基础，构建健康土

壤是一项系统工程，对于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供需

矛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3  土壤健康研究进展与热点 

农业绿色发展需要保证水、土、气清洁和安全，

保证农产品安全和质量，才可以保证人体健康，提高

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作为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组分，

土壤健康（质量）和大气、水体质量一样同等重要。 

3.1  土壤健康指标的建立和评价方法 

土壤各组成成分复杂，各组分之间在不同时空

维度上也存在多种互作，这些均为衡量和评价土壤

生态系统服务带来了严峻的挑战[18]。长期以来，人

们一直致力于筛选土壤质量（健康）评价指标，并

完善评价方法。土壤健康是一个综合量度，评价的

指标包括土壤静态（自然属性）和动态指标。土壤

静态指标主要受成土过程的影响；动态指标则对管

理措施较为敏感，通常作为筛选的对象。土壤健康

程度的判定标准，在于土壤是否充分发挥了其功能，

如果发挥了功能就认为是高质量的，反之，则存在

着障碍因素或者土壤质量低。现在人们认识到土壤

具有多功能性，不同功能之间存在权衡和协同互作。 

由于土壤具有多相性和多功能性，因此衡量土壤健康

（质量）状况不可能使用单一的指标和方法，也无法

一直通用一个标准，所以土壤健康的评价具有目标

性、相对性和实效性。通常，人们从众多的土壤定性

和定量指标中筛选出 小数据集（Minimum Data 

Set，MDS），用来评价土壤质量[15-16]。测定指标涉及

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三个方面，目前许多评价体系

多采用理化指标，涉及的生物指标不多。常用的物理

指标包括土壤水分、容重、土壤质地、团聚体、土层

深度、穿透力、导水率、孔隙度、渗透力等。化学指

标包括有机质、pH、有效养分、重金属，中量元素

含量，含盐量等[36]。近年来，生物学指标正处于快

速发展阶段。土壤生物直接参与土壤过程，深刻影响

土壤生态系统服务，因此生物学指标被认为是对管

理更为敏感的指标。除常用的微生物碳和氮、可矿

化氮等外，土壤生物多样性、功能基因表达、酶学

方法、代谢组和转录组以及一些指示生物（如菌根

真菌、线虫、蚯蚓等）检测也得到快速发展。土壤

生物是否消失，土壤生物的数量、活性、生理或行

为的变化均可能反映土壤健康情况，但由于土壤生

物种类多、数量大、变化快，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功能冗余性，这些均为定量化生物指标带来了困难。

在这方面欧盟国家已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开展了对

生物指标的筛选工作[37-38]。图 1 列举了土壤质量（健

康）指标、工具和评价体系的发展过程，探索新指标

和评价工具和方法是未来的发展态势。 

 

图 1  土壤质量（健康）评价的目标、工具和方法汇总（改自 Bünemann 等[36]） 

Fig. 1  Main objectives，tools and approaches of soil quality assessment through history（Modified from Bünemann et al.[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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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土壤类型和管理方式的多样性，并且各

个测定指标的度量也不同，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综合

评价体系，将各种指标进行系统整合，计算出土壤

健康（质量）的综合指标。鉴于目前土壤学界已普

遍接受土壤健康可以与土壤质量术语相互替代，因

此可以借鉴土壤学家建立的土壤质量指数法（Soil 

Quality Index，SQI）[16]，建立土壤健康指数法（Soil 

Health Index，SHI），其中发展较为系统的是康奈尔

土壤健康评价体系。评估的方法有静态评价方法，

如多变量指标克里格法、土壤质量综合指数评分法

和土壤相对质量法，也有动态评价方法，如土壤质

量动力学方法等。许多国家利用土壤质量监测网和

健康测试对土壤质量、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进行了

评估。例如，土壤管理评估框架（Soil Management 

Assessment Framework，简称 SMAF）[39] 、康奈尔

土壤健康综合评价（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Soil Health，CASH），以及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评

价方法[40]等。总之，土壤健康需结合土壤管理目标，

从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还需深入理解土壤生物驱

动的代谢过程，建立大数据平台，借助一些新技术

和手段逐步完善和发展土壤健康体系。 

3.2  农产品品质与人体健康 

土壤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健康。农产品的数量和

质量尤其是后者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健康土壤还

能降低或者消纳土壤中有毒和有害物质，避免土壤

中致病微生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此外，土壤还是

抗生素类物质和一些次生代谢物的来源 [41]。早在

1948 年研究者 Balfour[42]就提出“有活力的土壤（The 

Living Soil）”，明确指出土壤生命力和人类健康的重

要性。作者观察到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导致农产品产

量提高的同时，品质和口感明显下降；同时，畜禽

容易感病，人体健康也遭受巨大的威胁，因此提出

了土壤-畜禽-人体健康是一个整体的观点。1990 年

Reganold 等[43]学者提出土壤是一个复杂的、有活力

的但很脆弱的体系，应加以保护和滋养才能保持土

壤的可持续生产力和稳定性。近年来，土壤污染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过

量和不合理使用化学品的负面效应，只有培育健康

土壤才能保证食品安全和人类的健康。一方面，营

养健康与土壤健康密切相关。据 FAO 统计，全世

界有近 20 亿人口处于营养缺乏状态，其中包括微

量元素缺乏症，又被称为“隐形杀手”，且一些经

济不发达国家和地区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已成为

营养不良的首要问题，在妇女和儿童身上表现更为

突出[44-45]。另一方面，农产品中有害有毒物质如农

药残留和重金属等，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威胁。

以抗生素的使用为例，我国是世界上抗生素 大的

生产国和消费国，每年生产的抗生素近一半用于畜

牧养殖业。因此，动物粪便成为土壤抗生素和抗生

素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ARGs）

的重要来源。有研究表明，长期施用猪粪后，土壤中

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丰度显著增加。同时，抗生素抗性

基因可以通过水平基因转移被土壤微生物获取，导致

微生物耐药性的扩散，携带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微生物

会进一步在环境中繁殖，并有可能传播给病原菌，影

响人类健康[46-47]。因此如何生产腐熟物质和施用有机

肥（尤其是动物源有机肥）对减低土壤抗生素抗性基

因的丰度和提升土壤健康意义重大。 

3.3  土壤生物多样性 

土壤是全球 大的基因库和物种栖息地。土壤

生物及各种生物间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共同参与

养分和水分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影响土壤结构，

调控土传病害，且在污染物转化和净化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是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组分。在集约

化农业生产中，大量化学品的投入和不合理管理导

致土壤生物多样性下降，微生物区系失衡，土壤食

物网趋于简单化[48]，病虫害增加，作物严重减产；

与此同时，为防止病虫害的发生，种植户不得不大

量使用农药等化学品，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土壤代谢

过程严重受损，生态系统的功能下降，作物品质下

降和环境质量恶化，甚至危害人体健康。 

一些研究者认为，土壤生物数量及其活动能敏

感地反映出土壤健康和人类管理的变化过程，可以

用作土壤变化的早期预警生态指示。如澳大利亚学

者 Pankhurst 等[49]提出了表征土壤健康的生物指标

体系，主要包括微生物量、土壤微生物、病原菌、

大中型土壤动物区系、土壤酶和植物等。欧盟的

EcoFinders （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Biodiversity 

Indicators in European Soils）项目也努力挖掘能综合

反映土壤健康的生物指标，包括土壤生物多样性、

群落结构、功能基因表达等[37-38]。生物指标在土壤

健康评价中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包

括采集样品的代表性、测定成本以及与土壤功能的

相关性等。随着土壤生物多样性和食物网研究的迅

速发展，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技术手段

的不断进步，基于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和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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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土壤生物多样性和功

能的研究。  

根际微生物在植物生长和健康中有重要的作

用[50]。根际有益微生物作为根系的屏障，可以提高

植物抗病性和土壤抑病性[51]。同时，土壤生物多样

性和地上部生物多样性紧密相关[52]，土壤生物多样

性显著影响生态系统的功能[53]。在生态学领域广泛

应用的植物-土壤反馈（Plant-soil feedback，PSF）

理论[54-55]，是将植物与根际（尤其是根际微生物）

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个或多个植物生长期的时间尺

度进行系统评价。连作障碍就是典型的负反馈效应，

而间套作则表现出正反馈。农业生产的目标是在农

事管理和生产周期中形成正反馈，因此如何通过提

高生物多样性，进而提升生态系统多功能性，形成

正向反馈是农业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3.4  土壤生态服务功能 

长期以来人们低估了土壤生态系统服务[56]，直

到 2000 年后才开始注意到土壤生态系统服务，到

2009 年后该领域的研究发展迅速。近年来，人们对

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的认识，从单纯对土壤生产功能

的关注，逐步发展到注重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

化，并提出了在景观尺度上进行功能土地管理的理

念。即通过综合评估土壤功能，对土壤生态系统服

务多样性进行综合协同和权衡，以实现土壤的可持

续管理和利用[24,57-58]。一些不可持续管理措施，如

传统耕作、不合理施肥、盲目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

等，可导致土壤生态系统服务贬值和退化。相反，

可持续的土壤管理措施，如保护性耕作、有机农业、

覆盖作物和作物多样化种植等则对土壤生态系统服

务具有正效应[59]。 

为了更好地评价和管理土壤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科学家试图建立生态系统服务的框架，将整个

生态系统服务过程联系在一起，并用来支持政策以

及决策的建立。其中欧盟在 1998 年提出的 DPSIR

（Driver-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框架应用较

为广泛（图 2）[60]。Turner 和 Daily[61]提供的框架包

括问题识别、评估、政策制定、能力建设和重新评

估。欧盟 FP7 资助的开放项目试图通过强调土壤功

能特征，建立生态系统服务层级框架，将生态系统

服务和自然资本的概念应用于土地、水和城市的管

理与决策[62]。在欧盟 FP7 计划的基础上，RECARE

（Preventing and Remediating Degradation of Soils in 

Europe through Land Care）提出了一个适用的框架，

以评估土壤威胁和预防及修复措施对生态系统服务

的 影 响 [63-64] 。 Schulte 等 [58] 提 出 了 功 能 土 地 管 理

（Functional Land Management，简称 FLM）的概念，

主要是依据欧盟对环境的政策需求，来权衡和协同

土壤的主要功能。 

4  面向农业绿色发展的健康土壤的培

育思路 

基于我国人口多、单位人口耕地面积少的特点，

耕地保护政策力度一直很大。我国的耕地保护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耕地保护相关的政策相继出台，

对保障粮食安全起了重要的作用。有分析表明，耕  

 

图 2  土壤 DPSIR 框架图（改自 Brussaard 等[60]） 

Fig. 2  The Driver-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 framework applied to soil. Modified from Brussaard et al.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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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护政策对提高粮食产量的贡献率达 43.1%[65]。

随着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推进，耕地保护逐渐转向耕地转型、耕地多功能保

护、生态休耕与安全等，且更加关注耕地的自然本

体保护[65]。针对土壤质量评价，我国在 80 年代初开

始选择了很多的指标，但未形成合适的体系和标准。

90 年代初，我国土壤质量评价研究中所选取的指标

范围很广，涵盖了土壤质量的各个方面，其中土壤

物理性质、环境指标和肥力因子较全面，而生物指

标相对很少。随着耕地保护制度的内涵变革从“数

量”转变为“数量+质量”，再跃迁到“数量+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的均衡管理[66]，如何建立面向农业

绿色发展的土壤健康综合评价系统成为挑战。近年

来，各国均在积极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一些科学家

提出了基于“地下革命”的观点[67]，其核心是减少

化学品的过度使用，立足于自然生态过程，通过提高

生物多样性和强化生物互作，优化系统内部调节过

程，并指出轮作、多样化种植和生物防治等的重要性。 

我国土壤类型和作物种类繁多，不同地区地形

地貌气候因子复杂，再加上土壤管理措施和管理目

标的差异性，很难统一界定健康土壤的标准。健康

土壤应因作物、土壤、气候和管理目标等而定。本

文仅对田块尺度进行讨论，提出健康土壤培育的三

个阶段（图 3）：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消除土壤的障

碍因子，即找到影响作物产量和品质的限制因子，

同时厘清生态环境的障碍因子，有针对性进行消

除；同时，保证良好的土壤结构，构建理想的耕层。

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强化土壤生物学过程，提高土壤

有机碳；利用植物-土壤-生物（尤其是微生物）互

作，提升土壤免疫力和抵抗力，提高作物抵御病虫

害的能力。第三个阶段是提升土壤生态系统服务，

通过农田景观配置和生态系统重构，提高土壤生物

和地上部的生物多样性，利用地上-地下生物互作

提升土壤生态涵养功能，保障生态安全；引入土壤

生态服务定量化模型，建立土壤生态服务功能的评

价体系，提出健康土壤管理的优化解决方案。  

 

图 3  健康土壤培育的思路 

Fig. 3  Conceptual model of cultivating healthy soils 

5  土壤健康的实施路径与行动 

在农业绿色发展下，通过优化土壤内部调节过

程， 小化外部的投入，实现土壤生态系统多功能

性的协同是当前健康土壤培育的目标。具体的实现

途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5.1  消除土壤障碍因子，构建理想土壤耕层 

土壤的自然属性和不合理管理均可导致土壤不

健康或亚健康，因此消除土壤的障碍因子是提升土

壤健康的一个重要内容。例如，在南方酸性红壤上，

低 pH 和铝毒显著影响土壤中钾、钙、镁等养分的

有效性。通过施用石灰和有机物料可以提高土壤

pH、有机质含量和养分有效性。在西南地区水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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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作后土壤质地黏重，团粒结构差，犁底层坚硬，

严重影响作物根系的生长和作物健康。在此种植模

式中，土壤物理障碍是主要的限制因子，改善土壤

结构是提升作物生产力的核心。 

针对土壤物理障碍，主要的一些改良措施包括

深耕、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以及施用土壤调理剂

等[68]。此外，合理的水肥管理、植物抗性品种和基

因型的选择也非常重要。有效合理的深耕可以打破

土壤犁底层，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提高土壤的蓄水

力和保水力，促进作物增产[69-70]。施用有机肥可以

改良土壤物理结构，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71-72]。

生物有机肥的施用还可以通过抑制土壤病原菌提升

土壤质量[73]。秸秆还田在东北和华北等主要种植区

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秸秆在腐解的过程中提高了

土壤团聚体数量，增加土壤孔隙度，降低土壤紧实

度等。近年来，土壤调理相关产品也得到广泛的使

用。例如在酸性土壤上施用石灰，不仅能调节土壤

的酸度，还具有改良土壤结构的效果，其原理是石

灰中富含的大量 Ca2+可促进土壤胶体的凝聚，加速

土壤团粒结构的形成[74]。土壤中添加生物炭后显著

降低土壤容重，增加土壤总孔隙度和微生物活性，

从而改善土壤结构[75-76]。我国的土壤调理产品多通

过添加天然矿物为主，生物制剂以及含有生物活性

物质的相关产品较少。 近的研究发现，深根作物

包括一些覆盖植物的根系在提高土壤有机质和改良

土壤结构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入理解植物根

系形态和生理的可塑性，充分发挥根系的生物学潜

力，成为缓解土壤物理障碍的一种极具潜力的改良

策略[12,77-78]。 

5.2  增碳提质，培育高质量农田 

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不高，同时长期高度

集约化耕作和过度放牧导致土壤碳储量持续减少，

采用合理的管理措施可以保护和重建土壤碳，是实

施土壤健康计划的基础[79-80]。基于全球数据的汇总

分析发现，在当前的生产力水平下，土壤有机质提

高 1%（即从 1%提高到 2%）后，小麦和玉米平均产

量可增加 10%和 5%，并且可减少 70%氮肥用量[81]。

我国农田土壤每固定 1.0 t·hm–2 有机碳，粮食作物的

产量平均提升约 0.7 t·hm–2[82]。近 30 年来，我国农

田表层 SOC 库总体增加，发挥了碳汇功能[83-84]。然

而，我国仍然有 0.87 亿 hm2 中低产田，这些中低产

田土壤障碍因子多，有机质含量低，且容易发生土

壤退化。合理的管理措施可显著增加土壤 SOC 含

量。例如，与无机肥投入相比，长期施用有机肥可

显著提高土壤固碳速率，同时 SOC 含量和质量均得

到提升[85-87]。保护性耕作管理措施能有效提高土壤

SOC 含量，传统耕作+秸秆还田、免耕以及免耕+秸

秆还田的年固碳速率分别为 0.22 g·kg–1、0.35 g·kg–1

和 0.52 g·kg–1[88-89]。此外，多样化种植以及轮作改

变了作物残体的数量和质量，显著影响土壤微生物

群落结构和活性，提高了土壤有机质的含量[90-91]。

2015 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上启动了“千分之四倡

议”，即全球每年如能在土壤中增加千分之四的有机

物质，将可以抵消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这项计

划旨在通过因地制宜的农业实践，增加土壤有机质

含量和碳固持，从而发挥农业土壤在粮食安全和气候

变化方面的关键作用。专家组提出了土壤碳管理的 8

项措施，包括防止土壤碳流失、促进土壤碳吸收、科

学监控、评估及验证干预、利用高科技监测土壤碳储

量变化、开发计算机模型和示范性网络测试、增强宣

传教育等[92]。尽管全球农业土壤增加“千分之四”

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仍存在争议[93]，但该行动积极

推动了政府和公众对农田固碳作用的关注。 

5.3  强化生物过程，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多样性 

土壤健康需要实现土壤生产功能与其他生态系

统服务的同步提升。Reganold 和 Wachter [94]系统比

较了有机农业和传统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发

现有机农业更能实现生态系统多功能的协同。在此

基础上，我们提出农业绿色发展同样需要提升土壤

生态系统的多功能性，实现生态系统服务的协同和

权衡（图 4）。提升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的一个重要途

径是提高生物多样性，包括土壤生物多样性、以及

地上和地下生物的协同与调控。土壤生物多样性是

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重要内容，在生态系统

乃至整个生物圈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国际生物多样性合作计划始于 1991 年的

DIVERSITAS 项目；200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

了土壤生物多样性研究议程（Soil Biodiversi ty 

Initiative），之后全球陆续开展了土壤生物多样性研

究，极大地推动了人们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及其影

响的关键生态过程的理解。近年来，关于作物根

际微生物组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作为植物的第

二基因组，根际微生物直接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健

康。我国科研工作者在土壤免疫、菌群互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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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绿色农业与传统农业比较示意图（基于 Reganold 和 Wachter[94]） 

Fig. 4  Conceptual comparison of green agriculture relative to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Based on Reganold and Wachter[94] 

成菌群、植物-微生物互作和生物调控等方面取得

较大的进展 [95-97]。例如，基于合成菌群中菌株成对

的竞争或便利互作，较好地预测了复杂群落的互作

关系以及对病原菌入侵的抵抗能力，为通过调控根

际菌群提高土壤免疫能力提出了重要的途径[98]。此

外，利用土壤多营养级生物互作也可以有效提高土

壤免疫，控制土传病害的发生。研究发现，土壤噬

菌体组合可以猎杀和致弱土传病原菌，使之丧失竞

争能力和致病能力，进而恢复和提升了根际土壤微

生物抵御病原菌入侵的能力[99]。作物-根际有益微生

物协同进化的研究为创制抗逆性生物肥料奠定了基

础。随着人们对土壤微生物组和食物网的认识不断

深入，土壤生物在生态系统服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合理培育健康土壤生物区系，优化土壤内部调控过

程，深度挖掘土壤生物尤其是土壤微生物资源，发

挥功能微生物和土壤生物的作用，实现生物定向调

控，正成为全球的研究热点。一些管理措施，如增

施有机肥、多样化种植、种植覆盖作物或功能植物、

开展有机农业等均可提高土壤生物多样性。 

6  未来研究方向与展望 

土壤长期以来被视为“黑箱”，土壤生态系统功

能则被认为是大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本。近年来，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

学尤其是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和功能的理解和认识不

断深入，极大地推动了土壤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

当前全球正掀起土壤健康理论和实践的热潮，各国

政府也在采用各种激励机制积极推动可持续土壤管

理行动。未来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提高全社

会对土壤健康重要性的认识。建议重点从以下几个

方面展开工作： 

1）提高土壤自身免疫和生物学过程，强化地上

和地下生物协同互作，实现土壤结构、代谢和功能

的耦合是健康土壤培育的核心科学问题。重视土壤

对胁迫的记忆，充分发挥有益微生物的作用，保证

植物健康。此外，土壤抵抗力和恢复力，以及土壤

对全球变化响应机制和过程值得深入研究。 

2）大规模微生物分离培养、人工重组微生物群

落和功能食物网的发展，为减少化学品投入，挖掘

土壤生物资源提供了广阔的前景。随着新技术的发

展和交叉学科的不断渗入，人们从多视角多途径开

展了对土壤多样性和功能的深入研究。通过提高土

壤生物多样性强化生物互作以提升土壤生态系统服

务，正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3）可持续土壤的管理还要坚持发展生态绿色的

理念，需要对投入品-生产过程-产品加工-废物循环

等全产业链进行系统综合考虑，对水-土-气进行一

体化综合生态管理，实现全链条的绿色发展。同时，

需要多学科交叉创新，推行新农科教育体制，联合

攻关，创新科学技术，发展绿色产品和新技术。 

4）健康土壤需建立相对完善的监测网络，建立

检测土壤资源大数据管理平台，掌握时空变化特征，

探讨土壤健康演变过程以及人为活动对土壤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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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及反馈机理，形成能兼顾预警、检测并实时反

馈的土壤健康系统评价体系。同时，利用信息农业

和智慧农业的优势，实现全链条的精准管理。 

5）土壤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层面

开展研究，形成“政产学研用”共同参与多元化互

助推动的模式。企业、种植户和农民是土壤的主要

经营者，还需广泛传播健康土壤的知识，培育保护

土壤的意识。同时还需要继续加强政策保障和激励

措施，激发健康土壤先行者的积极性和兴趣，并提

高公众的意识，在实施科技创新的同时，使全社会

大众成为土壤健康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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